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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领导者的公正准则遵从是增强员工公正感知，进而促进员工积极态度和行为、

降低消极态度和行为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致力于探究影响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因素及其

作用机制，但近年来开始转向情景视角，发现任务和人际等情景因素可能促进或抑制领导者公

正准则遵从。然而，这些研究关注工作领域中相对稳定或连续变化的特征，忽视了如家庭等非

工作领域的因素，以及离散的事件可能对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产生的影响。

　　通过整合情感事件理论和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讨论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

事件对公正准则遵从的跨领域影响以及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和消极家庭事件的调节作用。采

用经验抽样法收集 3 个地市、3 家商业银行、68 位中层管理者的 470 个匹配样本点数据，运用

Mplus 8.3 对数据进行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并采用 R 4.0.3 进行基于 20 000 次参

数抽样的 Monte Carlo 分析，验证相关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通过提升工作中的积极情绪对

公正准则遵从产生正向影响。而领导者经历的消极家庭事件越多，积极家庭事件通过工作中

积极情绪影响公正准则遵从的间接效应越弱。

　　研究结果丰富了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前因研究，将影响因素从工作场所内、稳定的情景

因素拓展到非工作领域发生的离散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家庭  − 工作互动领域和情感事

件理论的应用范围。研究结果对组织管理者通过更好地塑造和管理家庭环境，进而创造更加

公正的工作场所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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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升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是增强员工公正感知，

促进员工积极工作行为和态度、降低消极工作行为

和态度的重要途径 [1−2]。但是，遵从公正准则并非易

事。一项调研显示，仅有 18% 的人表示自己的领导

者和组织是公正的 [3]。因此，学术界和实践界都致力

于识别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前导因素及其内在机

理，以期找到提升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有效途径。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领导者个人因素，讨论公正相关

特征 [4] 和动机 [5] 对领导公正准则遵从的积极影响。

然而，即使拥有这些动机和特征的领导者，在某些情

况下也可能违背公正准则 [6−7]。因此，最近学者们开

始呼吁研究情景因素的作用 [8]，并讨论工作环境 [7] 和

组织政治环境 [9] 等情景因素对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

的重要作用。

然而，现有情景因素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

处。第一，已有研究仅关注工作领域的情景因素，领

导者不仅嵌入在工作场所之中，还嵌入在家庭等非

工作领域之内，其它领域的因素也可能对领导者在

工作场所中的公正准则遵从发生跨领域的影响 [10−11]。

第二，已有研究仅讨论了相对稳定或连续变化的任

务和团队特征，对一个领导者来讲，情景因素不仅包

含稳定的环境特征，还包含离散的事件 [10−12]。鉴于此，

本研究将研究视角从工作领域转移到非工作领域 ，

从稳定或连续特征转向离散事件，讨论在个体内层

次，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如何影响其公正准

则遵从，同时讨论消极家庭事件的边界作用，以期为

领导公正准则遵从的前因研究提供新的认知，并为

相关实践带来新的启示。 

1  相关研究评述

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即领导者遵从公正准则、

做出公正行为的程度 [1]。组织中领导者需要遵从的

公正准则包含 4 个维度 [4]，一是分配公正准则，要求

分配的产出与员工投入相匹配；二是程序公正准则，

要求决定分配的程序是公正的，包括开放、透明、一

致和无偏等要求；三是信息公正准则，要求能够及时

地给予下属工作所需信息，以及对信息做出合理解

释；四是人际公正准则，要求公平合理地对待下属、

尊重下属等。关于公正准则遵从，本研究给出两点

说明。第一，有研究将公正准则遵从分维度处理 [13]，

也有研究将公正准则遵从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不区

分具体维度 [7]。本研究对公正准则遵从的处理方式

属于后者，强调其作为一个概念的整体性。第二，公

正准则遵从同时具有个体间和个体内差异 [14−15]，本研

究主要关注公正准则遵从在个体内层次的差异及其

驱动因素。

关于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因素，早期研究

者主要从行动者中心视角，关注领导者个人因素的

作用，包括道德认同、自我意识 [4] 等个人特征以及认

知和情绪、表达性和工具性公正动机 [5]。然而，这些

研究主要讨论管理者公正相关特征和动机对公正准

则遵从的作用，相对忽视了情景因素在驱动领导者

公正准则遵从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6]。因此 ，近

年来学者们呼吁探讨情景因素发挥的作用，并讨论

工作场所中的工作任务环境如工作负担 [7]、政治环境 [9]

以及下属和高层领导的公正行为 [4] 对领导公正准则

遵从的影响。这些研究启示组织需要在工作场所中

设计更适合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任务和人际情景，

才能真正提升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

总结已有研究可知，现有关于情景因素的研究有

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仅关注工作场

所内的情景因素，忽视了工作场所外情景因素的作

用。领导者不是在孤岛中工作的，他们不仅嵌入在

工作领域中，也嵌入在包括家庭在内的非工作领域

中 ，家庭因素对领导者在工作中的行为有重要影

响 [10−11]。并且，随着远程工作和弹性工作制等的兴起

以及疫情下居家办公的增加，家庭对领导者工作的

跨领域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到学者

们的重视 [10−11]。因此，讨论家庭因素对领导者公正准

则遵从的影响，不仅符合当前的企业实践，也有助于

扩展理论上对公正准则遵从前因条件的认识。另一

方面，已有研究仅关注相对稳定或连续变化的情景

因素，忽视了离散事件的影响。离散事件是有别于

相对稳定和持续的情景特征的、行为者之外的、在

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离散发生的事 [12]。除了相对稳定

的家庭特征之外，领导者常常会经历离散的家庭事

件，如与孩子参加活动或与伴侣争吵等，这些离散的

事件也可能对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一项

在俄罗斯的调查显示 ， 80% 的人认为家庭发生的事

件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 ，超过 90%
有较高职位的人表示因家庭事件产生的情绪影响他

们对待下属的方式 [17]。因此，研究离散的家庭事件

对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能够有效扩展公正

准则遵从情景视角的研究范畴，为组织和管理者塑

造和管理非工作领域的环境进而创造更加公正的工

作场所带来启示。

本研究聚焦于讨论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经历的家

庭事件对其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由于事件的离散

性特征，事件往往具有不可忽视的日常差异，非常适

合做个体内层次的讨论 [18]。根据事件发生地点的差

异，可以将事件分为工作事件和非工作事件。其中，

家庭事件是目前管理学者关注最多的非工作事件 [10]。

根据家庭事件对行为者效价的不同，学者们将家庭

事件分为积极家庭事件和消极家庭事件。积极家庭

事件是指对行为者具有积极效价的家庭事件，消极

家庭事件是指对行为者具有消极效价的家庭事件。

典型的积极家庭事件包括与家人参加有趣的活动、

与家人平静的讨论未来规划等，典型的消极家庭事

件包括与家人争吵等。

积极家庭事件和消极家庭事件不是一个连续体

的两端，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在一定时间内，

个体可能同时经历积极家庭事件和消极家庭事件。

然而，已有研究仅关注积极事件或消极事件的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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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忽视了当个体同时经历两种事件时二者可能

发生的交互作用 [10−11]。本研究将讨论领导者经历的

积极家庭事件对其工作中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从

的影响，以及消极家庭事件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理论分析

为了解释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事

件和消极家庭事件如何影响公正准则遵从，本研究

引入情感事件理论并整合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由 WEISS et al.[19] 提出，用于解释发

生在工作场所的情感事件通过影响积极情绪和消极

情绪，最终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该理论认为，工

作场所中的事件如果阻碍了工作目标的进展和实现，

人们就会产生消极情绪，并最终引起负面的工作态

度和行为；当工作场所中的事件促进了工作目标的

进展和实现，人们就会产生积极情绪，最终促进积极

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19−20]。情感事件理论强调情绪可

以解释人们经历的情感事件与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且往往被用于解释个体内层次的关系 [20]，因此非常

符合本研究提出的问题。然而，目前情感事件理论

主要应用于工作场所领域，较少涉及跨领域的问题 [21]。

不过该理论也认为，人们的目标是复杂的，在不同的

领域内，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目标 [22]。例如，工作领域

内，人们以完成工作任务、升职和加薪为目标；在家

庭领域内，家庭幸福、关系和谐则是重要的目标。因

此，工作场所中情感事件因满足或阻碍目标实现而

激发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最终影响态度和行为的

逻辑 ，也可以扩展到像家庭这样的非工作场所中。

鉴于此，本研究将情感事件理论拓展到从家庭到工

作的跨领域情形，期望对情感事件理论有所贡献。

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认为，家庭和工作是个人生

活最常见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冲突的可

能性，还会出现相互增益的情况 [23−24]。这种增益以个

体的家庭和工作角色活动为载体，体现为个人在某

一个领域中的经历会促进其在另一个领域中发生积

极的态度和行为 [25]。ALLEN et al.[26] 针对家庭  − 工作

互动的研究表明，在不同领域维持或传递积极情绪

是导致不同领域相互增益的重要机制。目前，越来

越多的实证研究开始将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用于个

体内层次的研究 [27]。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整合情感事件理论和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讨论个体内层次积极情绪在领导者

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影响公正准则遵从中发挥的中

介作用，并讨论消极家庭事件的调节作用。 

2.2  研究假设

生活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每个个体都是边界跨越

者，在家庭和工作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 [28−29]。人们

在工作场所中的目标是完成工作任务、升职和加薪

等，而在家庭领域，家庭和谐和幸福是重要目标。根

据情感事件理论，当领导者在前一天下班回家后经

历积极家庭事件时，会有助于其家庭领域目标的实

现。例如，与家人参加有趣的活动，可以促进家庭和

谐，体验天伦之乐或者爱情的美好；与家人进行愉快

的谈话和讨论，可以产生幸福感。而家庭领域目标

的实现 ，最终会伴随着积极情绪的产生 [19]。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在短期内在

不同领域内进行传递 [23]。即当一个人因经历积极家

庭事件而产生积极情绪后，往往也会在工作中具有

更多的积极情绪 [30−31]。

H1 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

正向影响工作中的积极情绪。

本研究认为，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工作中的积

极情绪会正向地影响其公正准则遵从。首先，积极

情绪作为一种重要资源 [32]，能够为领导者进行公正

准则遵从提供自控资源。已有研究指出，遵从公正

准则需要消耗大量的自我控制资源 [9]，领导者要想在

工作中做出更多的公正准则遵从行为，需要有足够

的自控资源 [7]。其次，积极情绪能够激发领导者的亲

社会行为状态，使其对下属更加友好，更愿意与之分

享信息和合作等，这些都是公正准则的核心要求 [33−34]。

再次，积极情绪促使领导者对他人的观点和反馈甚

至是批评意见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 [32]，已有研究表

明，寻求反馈将增强领导者的公正准则遵从 [35]。相

反，在领导者积极情绪较低的工作日中，他们将没有

足够的资源、动机以及能力来实施公正准则遵从行

为。

此外，积极情绪对公正准则遵从的积极影响，已

经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34]。例如 ， SCOTT et al.[36] 采

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收集了来自不同行业的样本数据，

研究发现，当领导者具有较高的积极情绪时，公正准

则遵从会更高。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工作中的积极情绪正

向影响公正准则遵从。

综上所述，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和家庭  − 工作增益

理论，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将会促进其在家

庭领域内产生积极情绪，并通过情绪传递过程，提高

领导者在工作中的积极情绪，最终提高了公正准则

遵从。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工作中的积极情绪中

介了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与公正准则遵从之间的正

向关系。

上文讨论了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通过提

高积极情绪促使领导者在工作中遵从公正准则。然

而，领导者在下班回家之后，不仅会遇到积极家庭事

件，还可能会遇到消极家庭事件 [37]。在各种力量的

驱动下，消极家庭事件经历正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

问题 [38−39]。积极家庭事件和消极家庭事件并非一个

连续体的两端，而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在某一个时

间段内，积极家庭事件和消极家庭事件完全可能同

时存在 [10]。例如，领导者下班回家后，可能和配偶有

非常积极的交往，却和子女发生口角。已有研究中

不乏同时考虑积极和消极事件的例子 [40]，但目前绝

大多数研究仅考虑了二者的独立影响，却忽略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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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交互作用。本研究意在弥补这一缺陷，讨论领

导者经历的消极家庭事件和积极家庭事件的交互作

用对工作中的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

根据前文，情感事件理论认为，家庭领域内积极

情绪的产生是以情感事件能够促进家庭目标的进展

和实现为前提的 [19]。只有领导者认为积极家庭事件

能够促进其家庭目标实现时，家庭领域的积极情绪

才会出现，也才会溢出到工作领域中。而从经历积

极家庭事件到在家庭领域产生积极情绪，中间要经

历一个评估和判断的过程 [19−20]。本研究认为，消极家

庭事件可能会影响到领导者在经历积极家庭事件后

的评估和判断过程，进而影响其工作中的积极情绪。

具体来讲，当领导者在前一天下班后经历高水平的

消极家庭事件时，他们会更加倾向于使用悲观的态

度来解读其生活中发生的积极家庭事件 [41]。相反 ，

当领导者在前一天下班后经历低水平的消极家庭事

件时，他们更加可能注意到积极家庭事件的意义，并

且认可积极家庭事件对家庭目标实现和进展的重要

作用，此时更加可能在家庭领域内产生积极情绪，也

更加可能向工作中传递积极情绪。综上述所，本研

究提出假设。

H4 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经历的消极家庭事件

负向调节了积极家庭事件与工作中积极情绪之间的

关系。消极家庭事件越高，积极家庭事件与工作中

积极情绪之间在个体内层次的正向关系越弱。

本研究没有讨论消极家庭事件通过工作中的消

极情绪对公正准则遵从的间接效应，是因为：根据领

导者情绪管理相关理论、工作  − 家庭区隔理论和边

界管理理论，领导者常常被禁止或不鼓励将工作之

外的消极情绪带入工作领域中 [26,42]。而如果领导者

将积极情绪带入工作中，组织一般持有鼓励或不禁

止的态度。此外，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也指出，积极

情绪是导致两个领域相互增益的重要机制 [26]。因此，

本研究考察工作中积极情绪在积极家庭事件和公正

准则遵从中的中介作用，而将消极家庭事件作为调

节变量。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和家庭  − 工作增益理论，综合

以上讨论，本研究认为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经历的

消极家庭事件通过影响积极家庭事件与工作中积极

情绪的关系，影响了积极家庭事件通过积极情绪与

公正准则遵从的间接关系。当领导者经历的消极家

庭事件较高时，积极家庭事件通过工作中积极情绪

影响公正准则遵从的程度更弱。相反，当领导者经

历的消极家庭事件较低时，积极家庭事件通过工作

中的积极情绪对公正准则遵从的正向影响更强。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 在个体内层次 ，领导者经历的消极家庭事件

负向调节了积极家庭事件通过工作中积极情绪对公

正准则遵从影响的间接效应。消极家庭事件越高 ，

该间接效应越弱。

本研究的研究模型见图 1。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个体内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

数据收集过程使用了时间滞后间隔的经验取样法。

本研究调研的样本为中国华东地区 3 座地市的 3 家

国有商业银行的中层管理者，包括网点主任和部门

领导。样本选择有以下理由：一是根据对实际情况

的了解，网点主任和部门领导的管理幅度均超过 3 人，

对下属采取公正或不公正措施是网点主任和部门领

导在日常管理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而网点主任和

部门领导的公正行为深刻影响了下属的公正感知 ，

从而影响下属和网点的绩效。二是银行中层管理者

在家庭中既可能经历频繁的积极事件也可能经历频

繁的消极事件，两类事件的发生会跨领域影响领导

者工作中的行为 [23]。领导者在职场中的成就常常能

够赢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成绩所带来的经济

收益也能够改善家庭生活，提升家人幸福感和家庭

和谐 [43]，因此积极家庭事件会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

重要部分。同时，作为领导者的身份使其承担了组

织对于“理想型员工”的期望和要求，从而将更多时

间和精力付诸工作，这往往导致对家庭需求的忽视

而引起家人不满和产生家庭矛盾，负面家庭事件也

容易涌现 [44]。因此，本研究选择网点主任和部门领

导作为研究对象是合理的。

为保证调研的顺利开展，本研究首先征得银行高

层管理者的同意和支持，并通过微信群以书面文件

 

个体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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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家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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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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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频的方式向三市的 113 位中层管理者介绍调研

目的和完整的调研程序。整个调研包括一次预调研，

以及为期两周共 10 个连续工作日、每天 3 次的日调

研。为促使参与者及时、认真完成每次问卷，每次发

放问卷时以微信红包的方式向参与者发放报酬作为

即时奖励，整体调研完成后人均可获得约 220 元人民

币。同时本研究设置现金抽奖来奖励能完成 10 天

30 次日调研问卷的人 ，其中一等奖 2 人 ，每人 1 000
元，二等奖 5 人，每人 300 元。最终有 110 位中层领导

者同意参与调研。

本次调研通过问卷星发放所有问卷，研究助理在

微信群中发送问卷链接，要求参与者在规定时段内

完成并提交问卷。本研究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至 20
日完成基础调研问卷，测量个体间变量，包括人口统

计学特征和管理者自我效能感。110 位参与者都完

成了预调研。2022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1 日，110 位参

与者进行为期两周 10 个连续工作日的日调研。为了

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将问卷分成三部分，分三

个时点调研 [45−46]。采用时点一测量积极家庭事件、

消极家庭事件和组织政治感知。为避免占用领导者

上午的晨会时间，本研究选择在每天上午 11:00 发放，

至 15:00 结束。采用时点二测量积极情绪和消极情

绪，每天下午 16:00 发放，至 19:00 结束。采用时点三

测量公正准则遵从，考虑到网点主任的下班时间及

加班情况 ，在每天晚上 20:00 发放问卷 ，至午夜 0:00
结束。平均而言 ， 110 位网点主任在下午 13:27 完成

时点一日调研问卷的填写，在下午 18:15 完成时点二

日调研问卷的填写，在晚上 21:52 完成时点三的日调

研问卷填写。

为满足控制前一天的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从

的需要，若参与者第 t − 1 天的问卷没有填写，那么第

t 天的数据也不保留。此外 ，参考以往研究的做法 ，

本研究仅保留完整地填完三天及以上日调研问卷的

参与者数据 [45]。将三个时点的数据匹配后，本研究

得到来自 68 位参与者的 470 个观测数据，平均每位

参与者提供 6.91 个观测数据。在这 68 位参与者中 ，

平均年龄为 34.12 岁，年龄标准差为 6.44，67.65% 为男

性，平均任期为 3.94 年，任期标准差为 4.05。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用量表的原始版本均为英文，因而均采

用翻译  − 回译法翻译成了中文。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法 ， 1 为非常不同意 ， 7 为非常同意。

其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量表中，1 为非常不符

合，7 为非常符合。

积极家庭事件 (Pfe)。采用 LIN et al.[10] 的每日积

极家庭事件量表，共 5 个题项。参与者在时点一报告

了对每个题项的同意程度。本研究根据实际操作情

况，对量表进行了适当改编，题项包括“昨天下班回

到家，我和家人一起欢笑”“昨天下班回到家，我参

与到和家人有趣的活动中”“昨天下班回到家，我和

家人就某些事情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讨论”“昨天

下班回到家，我和家人平静地讨论了家庭相关的事

务 (例如财务决策、度假计划等 )”和“昨天下班回到

家，我和家人一起完成了一些活动 (例如房屋整修或

打扫，艺术项目等 )”，个体内 α值为 0.97。
消极家庭事件 (Nfe)。采用 LIN et al.[10] 的每日消

极家庭事件量表，共 5 个题项。参与者在时点一报告

了对每个题项的同意程度。本研究同样对量表进行

了适当改编，题项包括“昨天下班回家，我与家人发

生了激烈争吵”“昨天下班回家，我想要与家人分享

很重要的事，但他们毫无兴趣”“昨天下班回家，我

受到了家人的冷待 /我的家人贬损我的价值和名誉”

“昨天下班回家，我一直很喜爱的物件被家人损坏了”

和“昨天下班回家，我对家人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过

后感到十分后悔”，个体内 α值为 0.95。
积极情绪 (PA)。采用 KERCHER[47] 的精简版测量

个人积极和消极情绪的 PANAS 量表，原量表中积极

情绪包含 5 个题项，但在翻译过程中，本研究发现其

中的“机敏的”和“坚定的”两个题项在中国文化情

景下并不是用来描述情绪的，因而使用了其中的“兴

奋的”“热情的”和“受鼓舞的”3 个题项测量。参与

者在时点二报告了每个题项与其当前情绪的符合程

度，个体内 α值为 0.89。
公正准则遵从 (Jra)。采用 HILL et al.[41] 的管理者

公正准则遵从行为量表，共 12 个题项，参与者在时点

三报告了对每个题项的同意程度。题项包括“今天，

我在做出影响员工的决定之前 ，向员工征求意见”

“今天，在做决定的时候，我抑制个人偏见”“今天，

我让员工有机会对今天的决定提出上诉”“今天，我

以礼貌的方式对待员工”“今天，我确保尊重员工并

且尊重他们做出的贡献”“今天，我维护员工的尊严”

“今天，我确保工作职责或任务在员工之间公平分配”

“今天，我确保结果能反映出员工在工作中付出的努

力”“今天，我确保结果能反映出员工对组织的贡献”

“今天，我向员工合理解释工作流程”“今天，我向员

工全面解释工作程序”“今天，我向员工解释自己的

决策逻辑”，个体内 α值为 0.95。
控制变量。在个体内层次，本研究控制了消极情

绪和组织政治感知。消极情绪采用 KERCHER[47] 的

精简版个人积极和消极情绪 PANAS 量表测量 ，共 5
个题项，包括“痛苦的”“心烦的”“恐惧的”“紧张

的”和“害怕的”，个体内 α值为 0.92。鉴于已有研究

发现，领导者的组织政治感知对领导者的公正准则

遵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9]，本研究还控制了领导者的

个体内组织政治感知 ，量表来自 HOCHWARTER et
al.[48] 测量个体对团队内组织政治行为感知的量表 ，

共 6 个题项。为适配组织政治感知在个体内层次的

测量要求，本研究参考刘德鹏等 [9] 的做法，对量表进

行了适当的改编，题项包括“今天，本网点 (或部门 )
中有很多自私的行为正在发生”“今天，人们做对自

己最有利，而不是对网点 (或部门 ) 有利的事”“今天，

人们花太多时间去讨好那些能帮助他们的人”“今

天 ，人们进行幕后操作 ，使自己获得想要的利益 ”

“今天，人们通过设法操纵或影响自己所在的小团体

44 管理科学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4 年  1 月



让自己获利”“今天，有些人表面和善，却背后 ‘使绊

子 ’”，个体内 α值为 0.92。
在个体内层次，本研究还控制了自回归效应以及

个体内变量在一周内的变化趋势和周期 [45]。为控制

自回归效应，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分别控制了前一

天的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从。此外，由于个体内

层次变量是在连续 10 个工作日 (两周 ) 中，每天测量

一次，其变化可能呈现出某种趋势或周期，影响本研

究对个体内层次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结果 [45]。为控

制变化趋势和周期，本研究遵循经验取样法最佳实

践的要求和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控制了一周内天

数，以及一周内天数的正弦和余弦 [7, 45]。一周内天数

指周一到周五的第几天，因为本次调研只在工作日

发放问卷。正弦 Sin 和余弦 Cos 根据 LIU et al.[49] 的公

式计算

Sin = sin
2πt
7

(1)

Cos = cos
2πt
7

(2)

其中， t 为一周的第几天。

在个体间层次，本研究控制了管理者自我效能感，

因为它是影响领导者行为的重要机制。量表来自

FAST et al.[50] 测量管理者自我效能感的量表，本研究

采纳了该量表的全部 8 个题项。参与者在预调研中

报告了对每个题项的同意程度。题项包括“作为一

个管理者，我能实现大多数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作

为一个管理者，当面对困难的任务时，我非常确定自

己将会完成它”“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认为我能获得

对自己来讲非常重要的结果”“作为一个管理者，我

相信我下定决心去做的事情都会成功”“作为一个

管理者，我能够成功地克服很多挑战”“作为一个管

理者，我坚信自己能够有效地完成多种不同的任务”

“相比于其他人，我能将绝大多数任务做得很好”“作

为一个管理者 ，即使事情很难 ，我也会很好地完成

它”，个体间 α值为 0.97。 

3.3  分析策略

χ2

d f

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软件进行了多水平验证性

因子分析 (multi-level CFA)，以检验假设模型中主要变

量的量表效度。本研究的多水平 CFA 包括积极家庭

事件、消极家庭事件、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从 4 个

个体内层次变量。其中，公正准则遵从采用二阶因

子。表 1 报告了 4 因子模型、3 因子模型和 2 因子模

型的多水平 CFA 结果，由于单因子模型不收敛，所以

未报告。如表 1 所示 ，四因子模型拟合得最好 ， χ2 =

1 273.79，df = 518，  = 2.46 (< 5)，RMSEA = 0.06 (< 0.08)，

CFI = 0.90 (> 0.90)，TLI = 0.89，个体内 SRMR = 0.03 (< 0.08)，
个体间 SRMR = 0.07 (< 0.08)。

日调研变量有足够的个体内方差是进行个体内

层次分析的前提，因此本研究首先计算了日调研变

量的个体内方差、个体间方差和个体内方差的占比。

表 2 中的结果显示 ，积极家庭事件、消极家庭事件、

积极情绪、公正准则遵从、消极情绪和组织政治感

知 的 个 体 内 方 差 分 别 为 60.91%、 27.70%、 33.47%、

 

表  1  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Multi-level CFA

χ2 df
χ2

df
Δχ2(Δdf) RMSEA CFI TLI SRMR个体内 SRMR个体间

4 因子模型 (Pfe, Nfe, PA, Jra) 1 273.79 518 2.46 0.06 0.90 0.89 0.03 0.07

3 因子模型 (Pfe + Nfe, PA, Jra) 2 884.53 524 5.50 1 610.74(6)a 0.10 0.70 0.65 0.14 0.35

2 因子模型 (Pfe + Nfe + PA, Jra) 3 641.95 528 6.90 757.42(4)b 0.11 0.60 0.55 0.16 0.37

　　注：Δχ2(Δdf)中a为与4因子模型比较，b为与3因子模型比较。

 

表  2  个体内变量方差情况

Table 2  Variance of Intra-Individual Variables

变量 个体内方差(σ2) 个体间方差(τ00)
σ2

σ2 +τ00
个体内方差占比( )

积极家庭事件 1.20 0.77 60.91%

消极家庭事件 0.77 2.01 27.70%

积极情绪 0.82 1.63 33.47%

公正准则遵从 0.43 0.86 33.33%

消极情绪 0.83 1.68 33.07%

组织政治感知 0.67 1.79 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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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33.07% 和 27.24%，具有足够的个体内方差 ，

可以进行多水平路径分析。

本研究采取经验取样法最佳实践的做法 [45]，使

用 Mplus 8.3 软件进行多水平路径分析，检验研究假

设，并对个体内层次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了组

内均值中心化，对假设路径进行随机斜率检验。在

检验消极家庭事件的调节效应时，分别计算消极家

庭事件取高值 (+ 标准差 ) 和低值 (− 标准差 ) 时，其所

调节关系的大小和差值及其显著性。此外，为获得

多水平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性更加精确的估计 ，

本研究使用 R 4.0.3 软件 ，基于 20 000 次参数抽样的

Monte Carlo 方法来估计调节变量取高 /低值时的间接

效应及其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公正

准则遵从与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 r = − 0.10，p < 0.05，
并与管理者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 r =  0.43， p <
0.001，体现了控制这些变量的必要性。公正准则遵

从与积极家庭事件正相关， r = 0.10，p < 0.05，与积极

情绪正相关， r = 0.22，p < 0.001，与本研究的理论是一

致的。 

4.2  回归分析

表 4 给出了多水平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4 中模

型 2 所示，积极家庭事件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β = 0.13，p < 0.05。该结果说明，领导者在前一天

晚上下班后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越多，领导者当天

在工作中的积极情绪越高，H1 得到支持。

如表 4 中模型 6 所示，工作中积极情绪对公正准

则遵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12，p < 0.05。该结果

说明，领导者当天在工作中的积极情绪越高，越多地

做公正准则遵从行为，H2 得到支持。

H3 讨论的是工作中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如表

4 中模型 6 所示，积极情绪对公正准则遵从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β = 0.12，p < 0.05。并且，在加入积极情绪

后，积极家庭事件对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从模型 5
中的回归系数 β = 0.06，p < 0.10，下降为回归系数 β =
0.05，ns.，并且变得不显著了。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

效应 ，本研究使用 R 4.0.3 软件进行 20 000 次 Monte
Carlo 检验，结果表明积极家庭事件通过积极情绪影

响公正准则遵从的间接效应是正向显著的，间接效

应值为 0.02，95% 置信区间为 [0.0002, 0.04]，不包含 0，
H3 得到支持。

H4 讨论的是领导者前一天下班回家后经历的消

极家庭事件对积极家庭事件和工作中积极情绪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 4 中模型 3 所示，积极家庭事

件和消极家庭事件的交互项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显著

为负，β = − 0.06，p < 0.001，调节效应如图 2 所示。积

极家庭事件影响积极情绪的简单斜率分析显示，低

消极家庭事件下积极家庭事件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显

著为正，斜率为 0.23，p < 0.001，而在高消极家庭事件

下该影响不显著，斜率为 0.03，n.s.，并且在消极家庭

事件不同水平下积极家庭事件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有

显著差异，差异效应值为− 0.19，p < 0.001，H4 得到支

持。

表 5 给出了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当消极家庭事件较低时，积极家庭事件通

过积极情绪影响公正准则遵从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95% 置信区间为 [0.01, 0.06]，不包含 0；当消极家庭事

件高时，积极家庭事件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公正准则

遵 从 的 间 接 效 应 不 显 著 ， 95% 置 信 区 间 为 [− 0.01,
0.02]，包含 0。两者差异是显著的 ， 95% 置信区间为

[− 0.05, − 0.004]，不包含 0，H5 得到支持。 

4.3  补充性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排除可能存在

的替代解释机制，本研究对上述研究做了 3 个方面的

补充性分析，分别探索无控制变量时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3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积极家
庭事件

消极家
庭事件

积极
情绪

公正准
则遵从

消极
情绪

组织政
治感知

个体内层次

积极家庭事件 5.09 1.40

消极家庭事件 2.60 1.57 − 0.33***

积极情绪 4.31 1.43 0.12* 0.01

公正准则遵从 5.23 1.13 0.10* − 0.10* 0.22***

消极情绪 3.49 1.53 0.06 0.06 − 0.05 − 0.10*

组织政治感知 3.33 1.50 − 0.07 0.30*** 0.06 0.04 0.03

个体间层次 管理者自我效能感 5.03 1.01 0.29*** − 0.22*** 0.35*** 0.43*** − 0.22*** − 0.28***

　　注：个体内样本量为470，个体间样本量为68， ***为p < 0.001， *为p < 0.05，下同。个体内变量的相关系数由组内均值中心化后计

算得到；个体间变量相关系数由个体内变量聚合到个体间后和其它个体间变量计算得到。

46 管理科学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4 年  1 月



情感效价的对称性和资源机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3 个补充性分析的结合，将使本研究理论模型的合理

性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得到进一步验证和支持。

第一，无控制变量模型检验。BERNERTH et al.[51]

在关于控制变量最佳实践的文章中呼吁进行无控制

变量的模型分析，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因此，

本研究第一个补充性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了不包含

控制变量的多水平路径分析，检验在没有控制变量

的情况下 ，研究假设是否能得到支持。结果见表 6，
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积极家庭事件显著正

向影响工作中的积极情绪，β = 0.13，p < 0.05，消极家

庭事件对积极家庭事件和积极情绪之间关系具有显

著调节作用，β = − 0.06，p < 0.001，积极情绪显著正向

影响公正准则遵从，β = 0.12，p < 0.05，方向与假设一

致，本研究的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得到支持。

第二，情感效价对称性检验。已有研究在使用情

感事件理论时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体现在：部分研

究认为情感事件对情绪的唤起遵循效价对称原则 ，

即积极情感事件激发积极情绪，消极情感事件激发

消极情绪；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情感事件和情绪之间

 

表  4  多水平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ulti-level Path Analysis

变量
积极情绪 公正准则遵从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控制变量
(个体内)

天数(一周内) 0.16
(0.16)

0.17
(0.16)

0.17
(0.16)

− 0.01
(0.10)

0.01
(0.10)

− 0.01
(0.10)

− 0.01
(0.10)

正弦 0.24
(0.26)

0.25
(0.26)

0.25
(0.26)

0.02
(0.17)

0.04
(0.17)

0.02
(0.17)

0.01
(0.16)

余弦 0.18
(0.13)

0.17
(0.12)

0.17
(0.12)

− 0.04
(0.07)

− 0.04
(0.07)

− 0.08
(0.06)

− 0.08
(0.06)

消极情绪 − 0.06
(0.11)

− 0.07
(0.11)

− 0.08
(0.11)

− 0.08
(0.09)

− 0.08
(0.09)

− 0.06
(0.07)

− 0.06
(0.07)

组织政治感知 0.07
(0.12)

0.07
(0.13)

0.07
(0.14)

0.03
(0.09)

0.04
(0.09)

− 0.01
(0.06)

0.00
(0.05)

截距项
4.35***

(0.13)
4.35***

(0.13)
4.35***

(0.13)
5.28***

(0.11)
5.28***

(0.11)
4.80***

(0.60)
4.80***

(0.60)

控制变量
(个体间) 管理者自我效能感

0.42**

(0.13)
0.42**

(0.13)
0.42**

(0.13)
0.43***

(0.12)
0.43***

(0.12)
0.39**

(0.13)
0.39**

(0.13)

前期控制变量

积极情绪
(前一天)

0.08
(0.10)

0.04
(0.09)

0.04
(0.09)

公正准则遵从
(前一天)

0.15*

(0.08)
0.14†

(0.07)
0.14*

(0.07)
0.14†

(0.07)

预测变量

积极家庭事件
0.13*

(0.06)
0.13*

(0.07)
0.06†

(0.03)
0.05

(0.04)
0.04

(0.04)

消极家庭事件 0.01
(0.06)

− 0.04
(0.05)

交互项
积极家庭事件 ×
消极家庭事件

− 0.06***

(0.02)
0.00

(0.02)

中介

积极情绪
0.12*

(0.05)
0.12*

(0.05)

个体内残差 0.88*** 0.83*** 0.83*** 0.42*** 0.40*** 0.36*** 0.36***

个体间残差 1.11*** 1.11*** 1.11*** 0.67*** 0.68*** 0.67*** 0.67***

伪 R2 0.33    0.34    0.34    0.19    0.19    0.21    0.21    

　　注：所报告的值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为p < 0.01， †为p < 0.1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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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交叉影响的可能性，即积极情感事件可能影

响消极情绪，消极情感事件也可能影响积极情绪 [40]。

很显然，本研究主要是基于效价对称原则进行理论

化的，即积极事件触发积极情绪而消极事件触发消

极情绪 [40]。例如，CARLSON et al.[21] 发现工作  − 家庭

增益会促进人们的积极心境的形成，从而提高工作

满意度并最终提升工作绩效。但是积极家庭事件和

消极家庭事件常同时存在，而且消极事件也会对人

们产生强烈的影响 [52]，是否存在消极家庭事件也会

影响人们积极情绪的效应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表

3 给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消极家庭事件与积极

情绪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r = 0.01，n.s.。此外，本研究

补充分析了消极家庭事件影响积极情绪的效应，结

果显示，消极家庭事件对积极情绪的影响不显著，β =
0.02，n.s.，该结论与情感效价对称原则是一致的。

第三，资源机制检验。家庭  − 工作互动领域的研

究指出，资源和情感是导致家庭领域影响工作领域

的两个主要机制 [23, 44]。本研究主要讨论了情感机制，

却并未对资源机制进行过多的探讨。为了检验资源

机制是否存在于领导者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影响公

正准则遵从的路径之中，选择已有研究中最常用的

一种典型资源−自我调节 /控制资源作为代表，补

充分析了自我耗竭，即自我调节 /控制资源的损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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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消极家庭事件对积极家庭事件与

积极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Family Ev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amily Events

and Positive Affect at Work

 

表  5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积极家庭事件→工作中积极情绪→公正准则遵从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高消极家庭事件
0.004
(0.01) [− 0.01, 0.02]

低消极家庭事件 0.03
(0.01)

[0.01, 0.06]

高消极家庭事件和低消极家庭事件的差异 − 0.02
(0.01)

[− 0.05, − 0.004]

　　注：置信区间采用Monte Carlo方法，基于20 000次参数抽样估算得出。黑体的数据置信区间在95%水平上显著。

 

表  6  无控制变量多水平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Multi-level Path Analysis Without Control Variables

积极情绪 公正准则遵从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积极家庭事件
0.13*

(0.07)
0.13*

(0.07)
0.06

(0.04)
0.05

(0.04)
0.04

(0.05)

消极家庭事件 0.03(0.05) − 0.06(0.05)

积极家庭事件 × 消极家庭事件
− 0.06***

(0.01)
0.00

(0.02)

积极情绪
0.12*

(0.05)
0.12*

(0.05)

截距项
4.35***

(0.14)
4.35***

(0.14)
5.27***

(0.12)
4.24***

(0.58)
4.2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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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积极家庭事件与公正准则遵从之间关系的中介

作用。结果显示，积极家庭事件对自我耗竭的影响

不显著，β = 0.06，n.s.，自我耗竭显著正向影响公正准

则遵从，β = 0.12，p < 0.05。本研究使用 R 4.0.3 软件进

行 20 000 次 Monte Carlo 检验自我耗竭的中介作用 ，

结果表明，积极家庭事件通过自我耗竭影响公正准

则遵从的间接效应是不显著的，间接效应值为 0.01，
95% 置信区间为 [− 0.01, 0.03]，包含 0。该结果说明 ，

以自我耗竭为代表的资源机制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

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和公正准则遵从的关系没有起

到中介作用。当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它

类型资源的作用。本研究猜想资源机制不成立的原

因可能是对家庭  − 工作互动的测量方式不同。在对

资源路径的研究中，一些研究直接测量了家庭  − 工
作增益这一构念，即人们对家庭经历影响工作表现

的一种整体性感知和主观性评价 [40]，而本研究则采

用家庭  − 工作增益视角，聚焦于发生在家庭中的离

散的客观事件如何影响工作行为。基于此，本研究

认为，情感机制更符合本研究所研究的积极家庭事

件提高公正准则遵从的家庭  − 工作增益情景。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整合了情感事件理论和家庭  − 工作增益

理论，研究了积极家庭事件、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

从的关系，以及消极家庭事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

现，在领导者个体内层次：①领导者前一天下班回家

后经历的积极家庭事件，能够产生积极情绪并溢出

到工作场所中，提高领导者工作中的积极情绪。②

领导者工作中的积极情绪能够提高其公正准则遵从，

从而中介了积极家庭事件对公正准则遵从的正向影

响。③领导者前一天经历的消极家庭事件削弱了积

极家庭事件对工作中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从而也

削弱了积极家庭事件通过工作中积极情绪对公正准

则遵从的间接效应。 

5.2  理论启示

本研究对公正准则遵从、家庭  − 工作互动以及

情感事件理论等领域具有以下贡献。

公正准则遵从。本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展了

公正准则遵从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一，本研究将影

响公正准则遵从的情景因素研究视角，从工作领域

扩展到非工作领域，讨论了领导者在家庭领域经历

的事件，对其在工作中的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从

的跨领域影响。第二，本研究弥补了已有研究过度

关注工作场所中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因素，却忽视了

离散情景因素的作用的不足，讨论了家庭事件这种

常见的对领导者情绪和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离散因素

对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通过以上研究视角的转移，

本研究拓展了公正准则遵从前因的研究范畴，为现

有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认知。

家庭  − 工作互动。本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拓展

了家庭  − 工作互动领域的研究。第一，已有研究较

多关注员工的家庭  − 工作关系 [53] 以及领导者在促进

下属家庭  − 工作平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3]，却选择

性忽视领导者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这一事实，较少

讨论领导者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何影响了其在工作中

的领导行为 [10]。因此，本研究讨论领导者的积极和

消极家庭事件对重要的领导行为  − 公正准则遵从的

影响，弥补了上述缺陷。第二，家庭  − 工作互动的相

关研究要么讨论积极家庭事件 [10]，要么讨论消极家

庭事件 [11]，却较少同时关注积极和消极家庭事件。

事实上，两种家庭事件很可能会同时出现并共同影

响领导者的行为，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指出积

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对领导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讨论了积极家庭事件和消极家庭事件的交互

作用对管理者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弥补了已有研

究的一个重要缺陷。

情感事件理论。本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展了

情感事件理论的相关研究。第一，目前使用情感事

件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讨论工作事件如何影响了员

工的情绪 [54]，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工作态度和行

为 [19−20]。本研究通过整合情感事件理论和家庭  − 工
作增益理论，解释家庭领域发生的事件对领导者工

作行为的跨领域影响，拓展了情感事件理论的适用

范围。第二，虽然少数研究同时考虑积极和消极事

件的独立作用，却忽略了二者的交互作用。本研究

讨论了消极家庭事件和积极家庭事件的交互作用对

积极情绪和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

拓展了情感事件理论。 

5.3  实践启示

鉴于领导者公正行为的重要性，组织一直以来致

力于提高领导者的公正准则遵从 [55−56]。已有研究从

不同的角度对如何促进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提供了

实践启示。早期的“行为者中心”视角的研究指出，

招聘具有公正相关个人特征和动机的管理者是重要

的途径。然而，后来学者发现上述途径的作用有限，

因为现实中即使具有公正相关个人特征和动机的管

理者也会做出不公正行为，他们的行为会被其所嵌

入的情景塑造 [57]。近期“情景中心”视角的研究开始

强调组织要构建有利于管理者做出公正行为的情景，

例如合理安排领导者的工作量 [7]，降低组织政治 [9]

等。

本研究发现，领导者在工作之外的家庭领域内的

积极和消极事件也会影响领导者的公正准则遵从。

上述发现启示那些致力于提高公正准则遵从的组织，

不仅需要塑造工作情景，还应当想办法促进领导者

经历积极家庭事件，同时也要适当降低领导者经历

消极家庭事件的可能性。因此，这对组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已有研究大都强调管理者在员工的家庭

− 工作互动过程中的作用，却忽视了领导者自己也有

家庭生活，他们的态度、情感和行为也会受到自己家

庭生活的影响。因此，组织应当全方位、多领域地关

注领导者，实施家庭支持政策，这样才能在成就领导

者家庭幸福的同时，实现家庭  − 组织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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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消极家庭事件会削弱积极家庭事件对

公正准则遵从的积极作用，组织应当采取积极的措

施帮助领导者消解消极家庭事件经历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一方面，组织可以为领导者提供资金和资源

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消极家庭事件。另一方面，

组织也可以提供情绪管理、正念冥想和心理咨询等

培训和干预 ，帮助领导者减轻消极家庭事件的影

响。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在

研究设计方面，虽然本研究的各变量最适合采用自

我汇报，且研究设计中也尝试将自变量、中介变量和

结果变量分三个时点进行测量，但是依然无法在根

本上避免同源方差的问题 [45- 46]。最理想的研究设计

是其他不变，随机选取一个或者多个管理者当天的

领导行为比较熟悉的下属在时点三来汇报公正准则

遵从。未来研究可以使用采集多来源数据，以验证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重复。第二，在样本量方

面，本研究招募了 3 个地市的 3 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网

点主任和部门经理，最后有来自 68 位领导者、470 个

样本点的数据符合本研究的分析标准。鉴于在单个

企业中做领导层次的经验抽样法研究的难度以及企

业规模的限制，本研究不能收集到更多的有效样本。

但是即便如此，本研究的样本量与已有发表出来的

文章相比依然不能算少 [58]。为了严谨起见，本研究

建议未来研究可以使用 MTurk 或者问卷星等线上招

募被试的方式收集数据，采用更大的样本量验证本

研究理论模型的稳健性。第三，受限于参与者早上

到公司后准备和召开晨会，以及晚上经常加班等现

实情况，本研究没能达到在领导者起床到上班前测

量家庭事件，并且在刚下班时测量公正准则遵从的

理想状况。虽然这种做法也常见于近期发表的高质

量研究，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做法，如 SHERF et al.[7]

和 LIN et al.[10] 的研究。而且，本研究中公正准则遵从

问卷平均在 21:52 完成，事实上大多数参与者还没下

班或刚下班不久，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可能并不严重。

但是，我们仍然鼓励未来研究者采用更加完善的研

究设计，尽量接近理想状态，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

其次，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家庭事件影响公

正准则遵从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使用情感事件理论，

讨论了积极情绪在领导者家庭事件和公正准则遵从

关系之间的作用，但是并不排除存在有其他解释机

制的可能性。例如，除了情绪外，资源也可能是解释

家庭  − 工作互动影响的重要机制 [59]。虽然本研究的

补充性分析显示，以自我耗竭测量的自我调节 /控制

资源在其中没有起到中介作用。但是资源可以存在

多种类型，例如情绪资源、身体资源和认知资源等 [43]。

本研究猜测，积极家庭事件可能对不同的资源产生

不同的影响。例如，虽然积极家庭事件可能会导致

积极情绪的提高，其也可能会导致过度兴奋而影响

睡眠水平，降低身体资源，进而对公正准则遵从带来

双刃剑效应 [60]。

再次，未来研究还可以讨论积极或消极家庭事件

的变化趋势将会对公正准则遵从带来的影响。已有

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来刻画短期变化，第一种方

式是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 [61]，另一种方式是采用多

项式回归 [40]。未来研究可以采用上述统计方法讨论

积极家庭事件何时会对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带来负

面影响。本研究预测，持续的积极家庭事件，或者积

极家庭事件的突然消退或者增长都可能会给管理者

的睡眠或者情绪带来负面的影响，进而降低领导者

的公正准则遵从。因此，讨论积极或消极家庭事件

的变化趋势的影响，将会对发展家庭  − 工作互动如

何影响领导行为这一领域带来新的机遇。

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深入讨论情绪所起到的中

介作用 [62−63]。一方面，本研究仅关注了一般性的情绪，

而没有讨论某种特定的情绪。并且，基于领导情绪

管理理论、工作  − 家庭区隔理论和边界管理理论等

相关理论，本研究仅关注了工作中积极情绪的中介

作用，而没有关注消极情绪。未来研究可以讨论某

种具体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在家庭事件与公正准则遵

从之间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未来研究还可以展

开研究积极或消极情绪影响公正准则遵从的作用机

制及其边界条件。

最后，未来研究应当讨论家庭之外的其他非工作

领域情景因素对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本研究将领

导者的非工作领域情景引入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

研究中来，为未来研究开启了新的窗口。例如，除了

工作和家庭，领导者还嵌入在社区这一非工作领域

之中，可以考虑领导者的社区情景对其公正准则遵

从的影响。例如，讨论社区氛围以及参与社区活动

对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影响，是能够拓展情景因

素影响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和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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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domain Influence of Leaders′ Experienced Family Events on
Justice Rule Ad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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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082, China

Abstract：Improving leaders′ justice rule adhere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justice, thereby
promote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d  reduce  nega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de-
voted to exploring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that affect leaders′ justice rule adherence, and have found that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leader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justice motives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leaders′ justice rule adherence.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turn to the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and have found that task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may promote or
inhibit leaders′ justice rule adherence. However, these studies focus on relatively stable or continuously changing characterist-
ics  in  the  work  domain,  ignoring  non-work  factors  such  as  family  and  the  impact  that  discrete  events  may  have  on  leaders′
justice role adherence.
　　Through integrating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nd family-work enrichment theor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ross-domain in-
fluence of positive family events experienced by leaders on justice rule adher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affect at work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eaders′ experienced negative family events. The empirical data of 470 observations from 68 middle-
level  managers  of  3  merchant  banks  in  3  cities  were  collected  by  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  In  order  to  test  hypotheses,
Mplus 8.3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multi-level CFA and path analysis, and R 4.0.3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Monte
Carlo analysis by 20 000 parameter sampl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leaders′ daily experienced positive family events will positively influence daily justice
rule  adherence  by  elevating  positive  emotions.  Furthermore,  leaders′  daily  experienced  negative  family  events  mitigate  the
strength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direct eff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enrich  the  antecedents  of  leaders′  justice  rule  adherence  by  extending  situational  anteced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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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rule adherence from stable situations in work domain to discrete events in non-work domain. Besides, it expands the ap-
plication of family-work interaction literature and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Further, 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shed new light on
what organizations can do to build a more just workplace through shaping and managing leaders′ family environment.
Keywords：justice rule adherence；positive family events；negative family events；positive affect；affective event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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